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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系 60週年紀念專刊（二）

從盤根錯節到開枝散葉：

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扎根與實踐

余貞誼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自從 Ann Oakley（1974）與 Dorothy E. Smith（1987）批判主流

社會學的理論模型與觀點肇始於一種結構性的男性觀點，看不見女性

的經驗，也未肯認女性觀點作為知識生產的重要性後，女性主義認識

論開始在社會學知識中帶來攪動的力量，重新帶回女性的經驗，同時

將女性的聲音放到認識的主體位置上，讓過往缺席的經驗／主體，進

入社會學的探問範疇。而女性主義作為一門跨學科的領域，社會學對

結構與行動二元性的關注，也為研究女性在社會居於的宰制關係，提

供一個分析框架，讓我們同時看見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模式，與互動據

以發生的制度階層；看見權力表彰的微觀層次，也看見系統性統治的

鉅觀層次；看見女性為其生活賦予的意義，但同時也看見意義所鑲嵌

的宰制和被宰制之結構模式（Jackson 1999）。換言之，這樣一種將

個人煩惱轉為公共議題的社會學想像視野（Mills著，張君玫、劉鈐

佑譯 1995），讓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信念，有了可實際用以

探問的思考工具。這股女性主義與社會學的雙向交流，在台大社會系

有了匯流的場域，並蜿蜒分枝，留下了十足深刻的軌跡和印記。

台大社會系在性別研究領域的發展，始於 1997年吳嘉苓加入任

教行列開始。當年也是台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成立的初始，正是

積極推動性別研究與性別意識啟蒙的時點。接著藍佩嘉於 2001年加

入，2002年范雲、林鶴玲也相繼加入。這四位師資的組成，培育了

許多以性別觀點進行研究的碩博士畢業生，迄今留在學界任職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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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系的黃于玲，美國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社會系

的高穎超，高醫大性別所的余貞誼，以及成大歷史系的梁秋虹。本文

將從女性主義社會學的觀點，勾勒台大社會系的性別研究學群迄今的

努力與成果，分別從身體、族群、政治、媒介和母／親職等向度來概

述。

一、寫入權力的身體

女性主義社會學對身體的關注，是細緻的去討論環繞在身體上的

複雜關係。如同 Susan Bordo（1993）指出，女性主義發展出身體政

治的批評，主張身體本身就是一個寫入政治的實體，不論是身體的生

理學和形態學都是由受到控制的歷史和實踐所形塑的，因此身體是一

個政治鬥爭的場所，也是一個權力的工具。循著這樣的關懷，台大社

會系在此議題上發展出幾個深切的探問。首先，以生殖的身體來剖析

之中所形構的權力網絡時，誰具有身體的定義權，掌管了生殖行為和

論述的發聲權，是一個重要的探問。前者問的是生產的管轄權掌握在

誰手中，後者問的是誰能詮釋生產行為的意義。吳嘉苓（2000b）針

對助產士興衰的研究，梳理了生產從「假定正常」的自然行為，轉變

成「假定異常」的醫療行為之過程，讓我們看見生產管轄權的變革，

牽涉的是包含國家政策、專業團體、技術／工具、教育制度、保險體

制等行動體構築而成的權力網絡。而在生產行為詮釋權的面向上，吳

嘉苓（2000a）重新檢視向來被用以解釋台灣高剖腹產率、以及日治

時期台灣女性不近用助產士的「婦女行為論」（Wu 2010），指出此

論述的生成不但忽略了產婦主體的聲音，也將生殖行為視為獨立的原

子，而看不見其所鑲嵌的社會經濟脈絡與網絡連結中。透過這兩個研

究，我們得以看見女性生殖的身體是如何鑲嵌在臨床、論述和政治治

理的權力運作中。

第二個關注的面向則是身體的治理。吳嘉苓（2002a；2002b）指

出，生殖雖是精卵兩方的結合，但不孕身體的污名卻是不均等地施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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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女性身上，女體不但是不孕規訓的對象，也是不孕處置的對象。

這顯示了，不孕身體的治理，極度傾斜地以揹負生殖責任的女體作為

醫療凝視的焦點。而在身體治理的向度中，更具權力張力的提問則

是，治理生殖的身體是在為誰服務？吳嘉苓與黃于玲從女性主義生命

政治學的角度，討論無論是生育政策或是助孕科技，都帶著控制的

概念去強化女性與生殖義務的連結（Huang and Wu 2018）。何思瑩

（2014）從女同志運用生殖科技的策略，來展示既存的生殖治理具有

一階層性的權力網絡。梁秋虹（2013）則以帝國殖民的框架探討日治

台灣「婦人病院」的性傳染病監控體系，顯示身體私處如何成為了醫

療權力穿透之所在。上述研究都指出了，身體的治理在技術的表層底

下，實為一交雜著各式文化意識與權力網絡的社會控制體系。

第三個主題則是身體與陽剛氣質。吳嘉苓在助孕科技的研究中發

現，當不孕的男體需採用人工授精的方式，醫師會積極挪用陽剛配置

的腳本來管理多重陽剛氣質，以讓人工授精技術可以與王道陽剛認同

相連接，確保既有性別秩序的實踐（Wu 2011）。而高穎超則從國家

機器與王道陽剛氣質的共構，來討論台灣義務役男如何透過「做兵過

程」來打造出符合理想的軍人身體，並遂行性別化治理的效果（Kao 

2017）。何明修（2012）的工運研究也指出，當陽剛氣質的文化想像

已是男性勞動者理解組織與勞動意義的元素時，工會的運作便會高度

仰賴王道陽剛認同，並進一步鞏固了既有的父權秩序。這些研究皆指

出寫入身體的陽剛氣質，確實成為了權力運作的工具和場域。

二、跨文化與交織政治

早期西方女性主義作為運動號召的姊妹情誼（sisterhood），在

後殖民女性主義的挑戰下，已凸顯其為一種將女性運動建立在同質化

身分和認同政治上的天真想像，既忽略了女性的存在是交織在多重結

構中，也對這多重結構中所挾帶的權力差異撇過頭去。若從系友來數

算，目前任職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心的唐文慧，在與王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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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的論文中便討論跨國婚姻中的新移民女性如何在性別、國族與階

級的交錯結構下身陷於家暴困境（唐文慧、王宏仁 2011）。高雄醫

學大學性別所的林津如（2000），則從外傭政策來討論國家、性別、

族群、階級等因素，如何在有酬家務工作的議題上交遇，並透過重重

結構塑成了多重壓迫的力量。

藍佩嘉（2008）長期耕耘移工議題，從再生產勞動的國際分工切

入，討論家務移工在台灣如何是個同時鑲嵌在全球階序、族群政治、

階級形構、和性別關係的交織性議題。她以「畫界工作」的概念來

收攏這些交織的複雜性，包括家務勞動分工的畫界，階級和族群的畫

界，以及「家」的公私界線與社會空間的畫界等。這些畫界工作細緻

描繪出家務移工處於家務勞動的結構連續體之中（Lan 2003b），由

於女主人害怕被移工取代、或是玷上失職的污名，因此，女主人會在

自己與移工之間發展出一套母職、婦職勞動的階層分工，將移工劃歸

為較低等的照護屬性（如移工負責物質性的照護，女主人負責精神性

和道德性的照護），以此來化解外界和自身對於是否達成理想婦職

的焦慮（藍佩嘉 2004）。而在社會的階層位置中，客工制度和階層

化的異族性使得移工居於他者的位置上（Lan 2003a），再加上政策

（如基本工資、配額管制、限制居留年限、禁止轉換雇主等）給予仲

介的行動利基，以及雇主和社區居民客體化移工的現象，皆將移工建

構為一個「次等他者」（藍佩嘉 2005）等。這些畫界工作的描繪，

既是認同政治的細微體現，也是階級衝突的縮影，讓我們具體看見交

織性的力量如何落實在日常的互動實作中，並持續的模塑、強化或重

構社會差異的界線。

三、公共領域和政治參與

政治作為公領域，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興起之時，就成為追求

性別平等的重要場域。這領域的關注可以約略分為兩個面向，一個是

從能力平等的前提來倡議機會平等，主張理性思辯的能力不會因為性



女性主義社會學　147

別而有差距，因此應該對每一種性別提供相等的參與機會。這類型的

研究包括檢視公共領域／政治場域的女性參與比例，試圖透過加入女

性的方式來追求政治運作的機會平等。然而，僅僅只是加入女性的策

略，一來太過於本質化女性作為集體的身分與經驗，二來並未從根本

來挑戰政治參與模式或是公共領域的標準。因此另一個取徑轉而主張

要披露既有政治哲學如何是種依循男性視角而生的規範，並挑戰其所

推崇的普遍性、同一性和理性化的公共領域概念，如此才有可能依循

女性經驗來重新界定政治議題與參與模式。

范雲的研究橫跨這兩個面向。她以青年國事會議為觀察場域的

研究，嘗試帶領我們從量的評估來挑戰質的定義。研究中指出，女

性在公共領域享有的參與機會明顯低於男性，且既有的審議民主討論

型態（如強調科學邏輯、偏好理性、競爭、效率的步調和風格），若

直接成為運作的標準，也將帶來權力視角的偏狹性，如忽略參與群體

間的論述風格和權力差異，使得難以取得發語權者的參與空間被過

度壓縮等（Chang and Fan 2010）。除了以從量變走向質變的取徑來

檢視政治參與和公共領域概念中的男性中心視角之外，范雲採取的另

一條質變路徑是改變探問的主體位置，重新將女性行動者放置於探

問的中心，以其為主體來檢視既有理論視角的侷限。她在婦女運動

路線轉型的研究中，將解釋的焦點放回行動者身上，從婦女運動者的

生命傳記著手，討論運動者的生命傳記如何在運動議題的關懷、組織

劇碼和運動戰術的選擇上，扮演關鍵的過濾和抉擇的中介角色（范雲 

2003）。如此的討論重新讓我們意識到過往社會運動解釋模型過於同

質性的預設，進而去省思行動者交錯在不同結構與文化因素中的生命

故事，實會成為導引社會運動走向的重要力量。此外，范雲在市民社

會文化符碼的研究中，也挑戰哈伯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的規範性理

想，認為達成公民連帶的方式並非僅有一套單一的規範性符碼，而是

會有多套符碼的相互競逐與重新詮釋（Lo and Fan 2010）。如此的研

究視角同樣提醒了我們，在架構政治參與的論點時，轉換多重行動者

的視角，是精煉理論的必要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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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介參與與再現

1990年代是台灣媒介與性別研究出現的關鍵時期，性別研究的

觸角開始觸及媒介傳播的動態、系統、過程、內容、符號互動、意義

生產等，目的在於藉此彰顯身處父權體系的女性傳播溝通經驗，進而

改進、突破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重重結構的壓制（方念萱、林鶴玲 

2004）。若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訊息」的主張，是

一種企圖將對媒介探問的焦點，從承載內容的工具，轉換到共構內容

的本體要素（McLuhan著，鄭明萱譯 2006），那麼社會學的想像在

此所貢獻的，就是企圖揭露媒介在作為一種共構要素的同時，也蘊涵

著斧鑿斑斑的權力刻痕。

對權力的檢視分別展現在媒介文本與媒介參與這兩個相互含納的

面向。在媒介文本上，林鶴玲（2017）透過長年對電玩文化的研究，

檢視電玩文本的性別再現。除了從對男性凝視的批判來討論電玩女性

角色的過度性化，她更從女玩家的角度來討論如此的性化形象會讓女

玩家不被嚴肅看待，且難以在遊戲感受到平等互動之可能。余貞誼

（2019）對 PTT母豬教事件的研究，顯露母豬教凸顯的是一種權力

意志的展現，母豬教徒既掌握了定義誰為母豬的權力，也掌握了定義

自身行動正當性的權力（「我不是仇女，我只是仇母豬」）。如此的

權力不僅藉由劃分好女人與壞女人的界線來維護理想的性別秩序，同

時也作為一種納入／排除誰是網路空間的行動者之手段。

而在媒介參與的面向中，林鶴玲（2001）以創設一個以性別教育

為導向的多人線上遊戲MUD的經驗為例，呈現出遊戲設計是鑲嵌在

複雜的社會系統，潛藏著各種結構因素的牽制與約束。因此，遊戲所

揣想、塑造出來的玩家參與空間，自然也會呈現出為某特定群體服務

的標準，進而塑造出遊戲參與經驗中「什麼是可能的」和「什麼是不

可能的」的社會限制與規範。除了從遊戲設計者的腳本來探討玩家的

參與空間，林鶴玲也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討論女性玩家的電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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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交織在身體、空間、與性別化的網絡建構而成。不論是電腦／

電玩的符號意義，空間所扣連的監管、規範、和畫界意義，和性別化

社群的支持／排除效應等，都促成了女性玩家感到孤立的遊戲經驗

（Lin 2008）。由此可知，媒介的參與，並不能單向度的訴諸自主、

獨立、理性的策略計算，而需要看見空間規範、文化限制、性別界線

和社會網絡等複雜因素如何相互交織成一個或密或疏的羅網，以此來

承接／篩落參與者的行動可能性。

五、母／親職再劃界

母／親職在傳統中習於被劃分為私領域的課題，若要從個人煩惱

深化為公共議題，其切入點在於女性主義對公私界線的挑戰，除了主

張私領域中的行動是種鑲嵌在鉅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中的

符碼，同時也強調女性作為行動主體的經驗，來重省母／親職的概念

多重性。藍佩嘉（2019）對不同階級位置的教養方式之研究，掀開了

親職雖是高度個人化的經驗，卻映照出社會文化、國家制度、科學監

看和全球化變遷等結構性因素。鄭珮宸（2020）針對「特色公園行動

聯盟」的研究，則轉化公私領域二元對立界線的思考方式，指出私領

域的母職經驗會滋養公領域的運動倡議觀點，而投身公領域的參與也

會在行動中浮現新的「媽媽公民」主體的想像，進而在公私領域都刺

激出對母職刻板形象的反思和轉變契機。

相對於上述研究聚焦在母職意涵的重構，郭貞蘭則將重心放在母

職的結構效果。她以美國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 16

波資料來討論職場中母職遭遇的薪資懲罰效應，顯示若能改善職場的

工作條件，將能緩和工作—家庭的衝突（Yu and Kuo 2017）。如此

的研究發現得以讓我們去省思，若我們重新檢討公私畫界的標準，將

能作為提升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政策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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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以學術的眼光梳理盤根錯節的性別議題，女性主義者的社會學想

像，不僅體現出個人因性別所遭遇的個人煩惱，實是源於社會交織力

量共構的結果；且此種將個人煩惱轉為公共議題的理解方式，也為女

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主張，帶出政治改革的契機，去訴求集體的、制

度的和結構性的解方。以教學的貢獻來看，吳嘉苓、范雲、藍佩嘉、

孫中興和郭貞蘭皆積極在台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中開設相關性別課

程，課程所引發的反思和論辯能量更經常擴及到整個校園。在社會實

踐的向度上，吳嘉苓積極參與「生產改革行動聯盟」，林鶴玲投身媒

體正義和媒體素養行動，藍佩嘉投入婦女新知與 UN Women，范雲則

以實踐多元民主的理念進入體制內，在國會推動多項性別議題的改

革。台灣民間主要的性別組織如同志熱線、婦女新知、性別平等教育

協會等也都有台大社會系畢業生的身影，可說皆在女性主義實踐政治

議程的道路上，留下不斐的貢獻。

從根苗一路長成樹之茁壯，也逐漸蔚然成林。如果將女性主義的

批判眼光放回到女性主義陣營自身，我們也需要反省這森林是否蔭蔽

了什麼習以為常的預設。余貞誼（2011）在「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

的研究中，指出女性主義學徒的道歉敘事帶給我們的啟發，是讓我們

意識到女性主義陣營仍然需要更多元豐富的女性主義實踐經驗，以讓

我們擴展女性主義既有的實踐工具箱及故事典範，並從中反省女性主

義的文化框架是否需要改變和再造。如此不但能深化女性主義寫進個

人生命的痕跡，更能從中啟發女性主義進步的可能性。養成這樣一片

多元樣貌的女性主義森林，可以是我們未來努力且期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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